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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借助 2004—2014 年间的国别数据，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
东道国和母国双边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 ( 1)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
可以将我国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或者生产环节分离出去，为高附加值行业的发展腾出一定的空

间，并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2) 我国的先进技术会溢出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在
提高东道国技术水平的同时也促使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消费者不断增长的需求也会强化现有
的生产模式，使东道国的价值链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 3) 相比于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价
值链地位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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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环节。但各个环节创造

价值的能力不同，比如研发就属于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而一般的加工组装则属于价值链中的低端

环节［1］。各个国家会基于自身的比较优势来选择相应的环节。发达国家因为技术和资本上的优势
在全球价值链中有着较高的地位。相较之下，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较低，参与国际分
工合作的激励更多是获取贸易创造的绝对收益。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因为长期以来依赖自身
的人口红利，从事的多是劳动密集型工作，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不高［2］。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
的不断提高，这样的分工模式已经对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产生了严重制约。要想实现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我国就必须努力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对外直接投资( 简称 OFDI ) ①作为一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路径之一，一直以来都备受关

注［3-4］。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始于改革开放初期，近年来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呈现出较快的发
展趋势［5］。最新公布的《2017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 2017 年的对外直接投资
流量为 1 582． 9 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三; 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为 18 090． 4 亿美元，已经跃升至全球第
二位。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在对我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 OFDI 进行研究后发现，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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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是有利于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因为它能够使母国的主要产业向着价值链的高端方

向发展［6-9］。这一发现也为我国通过 OFDI来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提供了可能。但是在这些
学者的研究中，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对象( 东道国) 多为发达国家，东道国和母国同为发展中国家的

情况并不多见。
2013 年的 9 月和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 以下简称“一带一路”) 。在这样的倡议下，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不断增加。从 2013
年到 2017 年，我国对沿线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金额已经超过了 700 亿美元，仅 2017 年一年的直
接投资额就达到 201． 7 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12． 7% ②。与此同时，在践行“一带
一路”倡议的过程中，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逐步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北
美自由贸易区等常见的情况不同，在该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同时作为倡议者和重要参与者的我国并

没有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行技术封锁，而是强调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试图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共同分享收益。
鉴于此，我们不禁要问: 如果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有助于我国的价值链升级，那么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否也能够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如果可以，那么在这样的区
域经济一体化中，是否同样能够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价值链地位? 又是什么样的机制在发挥
作用? 回答清楚这些问题不但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 OFDI、价值链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
理论意义。故本文将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为例，研究其对东道国和母国双边在
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影响。文章的结构如下: 第一章为引言; 第二章为文献回顾; 第三章为理论机制
分析; 第四、五章为模型设定和实证结果分析; 最后一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建议。
二、文献回顾
直接研究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国价值链地位影响的文章并不多。多数学者关注的是

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国技术水平的影响，且主要聚焦的是对母国而非东道国的影响。比
如，Driffield and Love［10］指出，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以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为目的的。他们对
欧洲国家的制造业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这种技术上的反向溢出更多体现在研发密集型行业。
Griffith et al．［11］研究了英国的情况，发现该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会使自身的技术水平提高。Navaretti
and Castellani［12］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意大利提高本国的技术能力。尽管这些文章并没有直接
研究发达国家的 OFDI和价值链地位间的关系，但由于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与其技术水平的
提高有关，因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
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特别是直接研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一国价值链地位间关系的文章较

多。其中，更多学者关注的是对母国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对他国的直接投资能
帮助母国转移国内的产能，并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6］。另一方面，不少发展中国
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非常注重对技术的寻求［7-8］。在这样的目标下，母国可以通过向东道国学习，提升
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6，13-15］，并且还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来提升自身的吸收能力［16］。学者们也
利用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数据，从实证层面证明了发展中国家的 OFDI 和母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升级是正相关的［9］。
相比之下，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东道国价值链地位的文章较少。姚战琪和夏杰

长［17］研究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他们认为影响路
径主要有两条: 一是通过技术外溢提升东道国的技术水平; 二是我国大量使用来自东道国的中间品，

有利于提高东道国在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还有些学者对 OFDI和东道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展开
研究。但这些文章在实证中往往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因变量，并不能够直接反映东道国的价值链
地位［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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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文所关注的内容，我们认为上述研究还有以下可以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第一，没有在统一的框架下同时分析 OFDI对母国和东道国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现有研究多是
分析 OFDI对单边国家价值链升级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存在技术封锁等问
题，因此往往只能给单边国家带来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但本文所聚焦的“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合作共
赢，从理论上来说应当具备使 OFDI的双边国家同时实现价值链升级的可能，因此缺乏统一的框架来
展开分析不免有些遗憾。
第二，除部分文章外，在前人有关价值链地位的研究中，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对象( 东道国) 以发

达国家居多。而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母国和东道国均为发展中国家。
因此，前述的那些影响路径是否依然成立值得关注。
本文的边际贡献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在统一的框架下同时研究

OFDI对母国和东道国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试图和前人更多关注单边价值链升级的情况有所区分; 二
是借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别数据，为 OFDI影响一国价值链地位的研究提供来自我国和其他
发展中国家的经验。
三、理论机制分析
根据前人的研究，OFDI对一国价值链地位的影响首先取决于其产生的动机。Dunning［20］、刘海

云和聂飞［21］根据母国的投资动机，将 OFDI 细分为三种: 以利用当地廉价的生产要素和优惠政策为
目的、以获取先进技术为目的、以扩大市场份额为目的。由于不同动机的 OFDI所产生的效应也存在
差异［21］，因此本文将对上述投资动机做进一步延伸，从以下三个效应出发分析我国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会如何影响母国( 我国) 和东道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
地位。
( 一) 产业分离效应

产业分离是指一国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一般首先会从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或

者落后的生产环节中抽离出来并将其分离到仍处于发展中的东道国，然后再从这些分工地位相对较

低的国家进口中间品，并经过加工后实现出口［22］。对于母国而言，上述过程一方面可以通过带动上
下游产业的发展来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的专业化生产［3］; 另一方面可以腾出生产要素为技术含量更高

的生产环节或者仍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所用，逐步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21］。对于东道国
来说，上述过程不仅将促使其向母国出口更多的中间品，而且还能够带动其从母国进口一部分本国

高附加值行业生产所需要的中间品，这有利于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的提升［17］。据此，本
文提出:

假说 1a: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将会通过产业分离效应提升东道国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地位;

假说 1b: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还会通过产业分离效应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
的地位。
( 二) 技术溢出效应

具有竞争力的出口产品是以高质量的中间品为前提的。在母国的企业将部分落后的生产环节
或者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东道国后，它们就需要从当地获取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中间品。但
是，受制于有限的技术水平和相对落后的管理方式，这些国家生产出来的中间品质量可能并不高。
因此，为了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母国企业就不得不把一些先进的技术转移过去。相应地，东道国
的技术水平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将会有所提升。这就是 OFDI作用于东道国的正向技术
溢出。
与之相对的是 OFDI作用于母国的逆向技术溢出。即使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其依然有值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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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业学习和吸收的地方［14-15，23］。因此，母国的企业可能会在实现技术寻求目标的过程中，通过人
力资本的积累来提升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比如，母国可以在海外对派出人员进行再培训或者直
接吸收东道国的优秀人才［3］，逐步使当地的先进技术能够逆向溢出到本国，并最终实现转化和吸

收［7-8］。据此，本文提出:
假说 2a: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将会通过正向的技术溢出提升东道国在全球价值

链中的地位;

假说 2b: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将会通过逆向的技术溢出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地位。
( 三) 需求拉动效应

第一，长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母国的企业深入东道国，准确掌握当地消费者的偏好，并根据

市场需求设计出更具有适应性的产品，因此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对特定产品的需求可能会增加。第
二，产业分离效应使母国的企业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聚焦其他先进生产环节，而前期通过 OFDI 所获
得的逆向技术溢出也将逐步显现，因此在两者的综合作用下，母国企业的产品质量将不断提升，这会

拉动国内的需求，促进国内市场的培育和深化［3］。显然，这种同时来自国内外的需求拉动对于母国
的企业来说是一种利好消息，它们将会有更强的诉求来强化该产品现有的生产模式，并使 OFDI 的双
边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都能够实现升级。据此，本文提出:
假说 3a: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将会通过需求拉动效应提升东道国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地位;

假说 3b: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还会通过需求拉动效应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
的地位。
四、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一) 模型设定

为了分别研究 OFDI对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设定如式( 1) 和式( 2) 所
示的模型:

ESIDt = α0 + α1 lnOFDIit + φXt + μit ( 1)
ESIFit = β0 + β1 lnOFDIit + Xit + ηit ( 2)

其中，被解释变量 ESIDt 和 ESIFit分别为第 t年我国和第 i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主要发达国
家的出口结构相似度指数，以此来衡量我国和东道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核心解释变量为
OFDIit，用于表示第 t年我国对第 i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情况。X 为控制变量，主要包
括一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的比重、一国的 Ｒ＆D资本存量( 单位为万美元) 。在式( 1) 中分别
为 opendt 和取对数的 sdt，反映我国的情况; 在式( 2) 中分别为 openfit和取对数的 sfit，反映“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情况。μit和 ηit为随机干扰项。
为了具体考察 OFDI对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价值链地位的作用机制，在式( 1) 和式( 2) 的

基础上，引入交叉项，如式( 3) 和式( 4) 所示:
ESIDt = α0a + α1a lnOFDIit + α2a lnZit × lnOFDIit + φaXt + μait ( 3)
ESIFit = β0a + β1a lnOFDIit + β2a lnZit × lnOFDIit + aXit + ηait ( 4)

对于每个方程来说，交叉项 lnZit × lnOFDIit都包括 3 个内容: 在式( 3 ) 中分别为 lnimfit ×
lnOFDIit、lnsfit × lnOFDIit和 lndefit × lnOFDIit③，用于验证前文的假说 1b、2b 和 3b，即 OFDI 提升我国
价值链地位的关键是否在于产业分离效应、逆向的技术溢出和需求拉动效应; 在式( 4 ) 中则分别为
lnimdit × lnOFDIit、lnsdt × lnOFDIit和 lndedt × lnOFDIit，依次对应前文的假说 1a、2a 和 3a，用于验证
OFDI是否会通过三种效应来对东道国的价值链地位产生影响。本章第( 二) 部分将会对如何测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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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项中的各种效应做出详细的解释。
在式( 1) 至式( 4) 的基础上，我们还将做两项拓展分析。第一项拓展分析是对式( 1) 至式( 4) 进

行分样本回归，分别研究亚非地区和欧洲地区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情况。
第二项拓展分析是对式( 5 ) 回归。该模型主要用于研究: 如果我国和东道国的价值链地位

都有所提升，那么到底谁的提升幅度更大。换句话说，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OFDI 更能影响
哪一方的价值链地位。核心解释变量依然为 OFDIit，被解释变量为反映 ESIFit和 ESIDt 之间差

异的变量 ESIＲit。Mit包括了式( 1 ) 至式( 4 ) 中的所有控制变量。除此之外，为了充分反映“一
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我们这里只保留东道国的价值链地位低于我国
的样本。

ESIＲit = γ0 + γ1 lnOFDIit + θMit + εit ( 5)
另外，由于式( 1) 至式( 5) 在估计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由系统本身引起的内生性问题［24］，因此本文

将采取与动态面板数据有关的估计方法来对此问题进行处理。而广义矩估计( GMM) 是动态面板数
据估计中广泛用于处理内生性问题的一种方法，故本文在进行一般面板回归的基础上，还将对式( 1)
至式( 5) 进行 GMM估计。
( 二) 指标测度

1． 价值链地位的测度
为了度量式( 1) 至式( 4) 中的被解释变量 ESIDt 和 ESIFit，我们需要对一国的价值链地位进行测

度。前者反映的是我国的情况，后者反映的是作为东道国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情况。本文将借
鉴唐海燕和张会清［1］、Wang and Wei［25］等学者所采用的方法，以一国与发达国家出口商品结构的相
似度指数 ESI来表示。其计算公式如式( 6) :

ESIt = ∑
n

j = 1
min{ Sj，t，S

a
j，t} ( 6)

其中，Sj，t为第 t年 j商品占该国总出口量的百分比，Sa
j，t是作为参照对象的发达国家的结果。ESI

取值应当在 0 到 1 之间，值越高，表明该国与作为参照对象的发达国家的出口结构越相似，即该国越
接近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鉴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专利数量常年处在全球的前列［1］，本文选
取这三个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另外，为了避免出口商品分类上的不统一带来的偏差，本文将采用 UN
Comtrade数据库中细分程度最高的 SITC代码来测算第 t年该国出口工业制成品的结构与美德日三
国的相似度。

2． 价值链地位差异的测度
为了度量式( 5) 中的被解释变量 ESIＲit，我们需要对第 t年第 i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我国在

全球价值链地位上的差异进行测度。计算公式如式( 7) :

ESIＲit =
ESIDt － ESIFit

ESID t
( 7)

由于在对式( 5) 进行回归时，我们只保留了东道国的价值链地位小于我国的样本，因此这里的
ESIＲit应该是大于 0 的。并且，在 ESIDt 和 ESIFit同时增加的情况下，如果 ESIＲit不断降低，即呈现收

敛状态，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价值链地位提升速度更快; 反之( 发散状态) 则
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助于我国的价值链升级。

3． 对外直接投资的测度
核心解释变量 OFDIit表示我国在第 t年对第 i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资本存量，单

位为万美元，数据来源于《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在实际使用的时候，我们会进行对数处理，即采
用 lnOFD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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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业分离、技术溢出、需求拉动的测度
( 1) 产业分离的测度
为了度量式( 3) 中的交叉项 lnimfit × lnOFDIit和式( 4) 中的交叉项 lnimdit × lnOFDIit，我们需要分

别对我国和东道国存在的产业分离效应进行测度，以此来验证假说 1b和 1a。
在 lnimfit × lnOFDIit中，imfit表示第 t 年我国从第 i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的中间品总额。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国企业会将部分产业的前端环节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然后从当地进口
中间品。因此，我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的中间品总额越多，产业分离的程度就越高，融入全
球价值链的程度就越深［26-27］。本文将按照 UN Comtrade数据库中的 BEC分类方法，计算第 t年我国
从第 i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的分类代码为 111、121、21、22、31、32、42、53 的中间产品总额［28］，
单位为万美元。在实际使用的时候，我们会对其取对数。

lnimdit × lnOFDIit的计算方法基本相同，唯一的差别在于: 由于这里研究的是 OFDI 对东道国价
值链地位的作用，因此 imdit表示的是第 t 年第 i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我国进口的中间品总额，
单位为万美元。具体计算时仍然遵循 UN Comtrade数据库中的 BEC分类法，且同样取对数。
( 2) 技术溢出的测度
为了度量式( 3) 中的交叉项 lnsfit × lnOFDIit和式( 4) 中的交叉项 lnsdt × lnOFDIit，我们需要分别

对我国和东道国存在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测度，以此来验证假说 2b和 2a。
在 lnsfit × lnOFDIit中，sfit表示第 i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第 t年的 Ｒ＆D资本存量，单位为万美

元。由于一国的研发资本会直接影响其技术水平，因此 sfit和 OFDIit形成的交叉项可以反映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在多大程度上通过 OFDI逆向溢出到了我国。但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Ｒ＆D数据无法通过各大数据库直接获取，因此在参考了吴哲等［29］的方法后，本文拟利用世界银行数
据库中的各国研发费用占 GDP的比重来估算 sfit，并且用基期为 2004 年的美元 GDP指数进行平减。
在实际使用的时候，我们也会对该指标取对数。

lnsdt × lnOFDIit的计算方法基本相同，唯一的差别在于: 由于这里研究的是 OFDI 对东道国价值
链地位的作用，因此 sdt 表示的是第 t 年我国的 Ｒ＆D 资本存量，单位为百万元。sdt 可以根据公式

sdt = ( 1 － δ) sdt － 1 + ＲDt 计算得到。其中，ＲDt 是以 2003 年为基期的我国在第 t 年的实际研发支出;
sdt － 1的初始值 sd2003由公式 sd2003 = ＲD2003 / ( g + δ) 计算得到，g 为我国 2003—2014 年研发支出的增长
率平均数，折旧率 δ取 7． 4%［29］。
( 3) 需求拉动的测度
为了度量式( 3) 中的交叉项 lndefit × lnOFDIit和式( 4) 中的交叉项 lndedt × lnOFDIit，我们需要分

别对我国和东道国所存在的需求拉动效应进行测度，以此来验证假说 3b 和 3a。在 lndefit × lnOFDIit
中，defit表示第 t年第 i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均 GDP，单位为美元。该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反映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情况。本文将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数据计
算得到，并取对数。lndedt × lnOFDIit的计算方法基本相同，唯一的差别在于 dedt 表示的是第 t 年我
国的人均 GDP。
( 三) 数据说明及统计性描述

本文使用的是我国和 31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④2004—2014 年间的国别数据，观测样本共 341
个。其中，价值链地位测度所需的数据来源于 UN Comtrade 数据库的 SITC 分类法。OFDI 测度所需
的数据来源于《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产业分离效应测度所需的数据来源于 UN Comtrade 数据
库的 BEC分类法。技术溢出效应测度所需的数据分别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
需求拉动效应测度所需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我们对式( 1) 至式( 5) 中的关键变量每年的情况进行了统计性描述，结果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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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统计性描述结果

年份
ESIDt

%
ESIFit

%
OFDIit
万美元

sfit
万美元

sdt

百万元

imfit
万美元

imdit

万美元

defit
美元

dedt

美元

2004 0． 743 1 0． 564 2 3 047． 03 931 062 864 605 243 140 143 847 6 859． 76 2 472． 59
2005 0． 761 0 0． 582 8 6 202． 81 977 658 1 043 540 306 214 178 371 7 244． 31 2 635． 36
2006 0． 758 3 0． 582 0 10 920． 52 1 021 965 1 259 649 353 701 233 571 7 656． 34 2 842． 37
2007 0． 753 6 0． 593 8 19 736． 16 1 093 672 1 512 321 431 849 364 013 8 041． 35 2 996． 12
2008 0． 761 4 0． 607 5 32 938． 10 1 160 618 1 806 863 567 043 441 375 8 099． 34 3 031． 31
2009 0． 763 6 0． 630 9 43 817． 42 1 224 974 2 187 411 477 951 357 357 7 665． 07 3 304． 22
2010 0． 781 1 0． 615 3 58 319． 03 1 298 839 2 631 736 701 153 471 586 7 912． 56 3 401． 81
2011 0． 796 7 0． 613 6 87 673． 87 1 379 865 3 144 633 937 446 585 293 8 217． 51 3 428． 89
2012 0． 779 6 0． 637 8 122 842 1 463 129 3 729 838 925 232 635 345 8 321． 40 3 594． 30
2013 0． 778 1 0． 648 4 157 085 1 549 934 4 371 342 934 724 629 620 8 451． 50 3 770． 16
2014 0． 771 8 0． 651 0 196 356 1 644 967 5 037 063 897 817 693 067 8 597． 31 3 991． 80

注:本表汇报的是各变量取对数前的情况;如果同一年的数据涉及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则取其平均值。

首先，表示我国和东道国价值链地位的变量 ESIDt 和 ESIFit，从 2004 年至 2014 年总体上呈增长
的趋势，并且后者的增长幅度更大。其次，我国对样本中的 31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平
均资本存量( OFDIit ) 从 2004 年的 3 047． 03 万美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196 356 万美元，说明以“一带一
路”倡议为基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逐步形成。除此之外，构成交叉项的变量 sfit、sdt、imfit、imdit、
defit和 dedt自 2004 年以来也都在不断上升，这为 OFDI通过技术溢出、产业分离和需求拉动效应来提
升我国和东道国的价值链地位提供了可能，但是具体的关系还有待后文的实证结果来验证。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一) OFDI对我国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
1． 实证结果
表 2为式( 1) 和式( 3) 的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为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出口结构相似度指数 ESIDt。

表 2 OFDI影响我国价值链地位的回归结果

变量
一般面板模型 GMM模型

式( 1) 式( 3 － 1) 式( 3 － 2) 式( 3 － 3) 式( 1) 式( 3 － 1) 式( 3 － 2) 式( 3 － 3)

lnOFDIit
0． 001 2*

( 0． 000 7)
0． 002 5*

( 0． 001 4)
0． 000 2
( 0． 000 5)

0． 000 1
( 0． 000 4)

0． 023 3＊＊＊
( 0． 002 4)

0． 007 7＊＊＊
( 0． 001 2)

0． 017 1＊＊
( 0． 008 3)

0． 012 4＊＊＊
( 0． 003 1)

lnsfit × lnOFDIit
－ 0． 000 02
( 0． 000 04)

0． 000 1
( 0． 000 7)

lnimfit × lnOFDIit
0． 000 3＊＊＊
( 0． 000 1)

0． 001 2＊＊＊
( 0． 000 1 )

lndefit × lnOFDIit
0． 000 01
( 0． 000 1)

0． 000 5
( 0． 000 5)

lnsdt
－ 0． 002 6
( 0． 005 9)

－ 0． 003 0
( 0． 005 8)

－ 0． 000 02
( 0． 000 5)

－ 0． 000 1
( 0． 000 4)

0． 029 6＊＊＊
( 0． 008 4)

0． 004 9
( 0． 003 3)

0． 031 4＊＊
( 0． 012 4)

0． 018 8*

( 0． 010 7)

opendt
0． 026 0*

( 0． 014 0)
0． 024 5*

( 0． 013 9)
0． 026 1＊＊
( 0． 013 2)

0． 026 1＊＊
( 0． 013 2)

0． 020 5＊＊＊
( 0． 004 0)

0． 014 2＊＊＊
( 0． 002 4)

0． 017 5＊＊
( 0． 007 1)

0． 017 7＊＊＊
( 0． 004 4)

year 0． 003 7＊＊＊
( 0． 000 5)

0． 003 2＊＊＊
( 0． 000 5)

0． 004 0＊＊＊
( 0． 000 4)

0． 004 0＊＊＊
( 0． 000 4)

－ 0． 004 5＊＊＊
( 0． 000 7)

0． 000 3
( 0． 000 2)

－ 0． 002 8＊＊
( 0． 001 2)

－ 0． 001 9＊＊＊
( 0． 000 6)

常数项 － 6． 691 5＊＊＊
( 1． 011 3)

－ 5． 698 2＊＊＊
( 1． 057 4)

－ 7． 335 3＊＊＊
( 0． 732 8)

－ 7． 327 2＊＊＊
( 0． 734 6)

9． 157 2＊＊＊
( 1． 431 2)

0． 025 3
( 0． 431 1)

5． 726 6＊＊＊
( 2． 211 6)

4． 223 3＊＊＊
( 1． 147 1)

Ｒ2 0． 589 9 0． 598 6 0． 586 4 0． 586 4
Wald 1 150． 06 11 957． 26 6 745． 37 16 063． 67

Hausman P 0． 622 8 0． 044 3 0． 749 1 0． 718 8
Sargan P 0． 106 6 0． 619 8 0． 618 5 0． 617 2

注: * 、＊＊、＊＊＊分别表示变量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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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列是一般面板模型的结果。根据 Hausman 检验的 P 值，除了研究产业分离效应的式( 3 －
1) 为固定效应以外，其他均为随机效应。后四列是 GMM模型的回归结果。总的来说，表 3 的结果表
明: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会通过产业分离效应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首先，分析反映影响方向的式( 1 ) 。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用随机效应模型还是 GMM 模型，

OFDIit均正向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我国在全球
价值链中升级。
其次，分析反映具体作用机制的式( 3) 。当用一般面板模型进行回归时，OFDIit只在表示产业分

离效应的式( 3 － 1) 中显著; 当改用 GMM 模型时，OFDIit在式( 3 － 1) 至式( 3 － 3) 中全部通过了显著
性检验。而无论是在一般面板模型还是 GMM 模型中，只有交叉项 lnimfit × lnOFDIit在 1%的置信水
平上显著地正向影响 ESIDt，lnsfit × lnOFDIit和 lndefit × lnOFDIit均不显著。这样的结果说明: 促进我
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关键是产业分离效应，逆向的技术溢出和需求拉动效应并未发挥作用。假
说 1b得到验证，假说 2b和 3b无法被验证。上述结果与陈亚平［16］、金咪娜和赵红岩［30］等人的发现
不一致，解释如下: 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其在 2004—2014 年间的平均 ESI 为
0． 61，远低于我国的均值 0． 76，说明这些国家在高附加值行业上的技术水平与我国有着不小的差距。
这种客观差距的存在使得它们即使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也难以对我国的价值链地位产生明显的影

响。第二，出于政治、文化等外部因素的考虑，个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能会对自己具有比较优势
的产业施行技术封锁，避免技术逆向溢出至我国，比如印度的信息技术产业。第三，多数“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 GDP较低，即使对特定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有限的市场规模也使其难以真正拉动我国
的价值链地位。
控制变量 opendt 对我国的价值链地位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无论是在面板模型还是在 GMM

模型中，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总额的比重每提高 1%，我国与发达国家出口结构的相似度指数就
会增加 0． 02%左右。这说明，一国越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就越有可能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因为开
放的经济环境是一国创造价值的能力能够不断提升的前提条件。sdt 在 GMM 模型中也基本上通过
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一国的研发能力与其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有着明显的关系。

2． 稳健性分析
表 3 OFDI影响我国价值链地位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
式( 1) 式( 3 － 1)

QＲEG( 25) QＲEG( 50) QＲEG( 75) QＲEG( 25) QＲEG( 50) QＲEG( 75)

lnOFDIit
0． 000 7
( 0． 000 8)

0． 001 0*

( 0． 000 5)
0． 001 8*

( 0． 001 0)
0． 000 3
( 0． 002 2)

0． 001 9*

( 0． 001 1)
0． 004 1＊＊
( 0． 002 1)

lnimfit ×
lnOFDIit

0． 000 1
( 0． 000 2)

0． 000 3＊＊
( 0． 000 1)

0． 000 5＊＊＊
( 0． 000 2)

lnsdt
0． 001 6
( 0． 007 3)

－ 0． 001 3
( 0． 005 2)

－ 0． 006 2
( 0． 010 1)

0． 001 4
( 0． 009 9)

－ 0． 001 8
( 0． 006 9)

－ 0． 006 2
( 0． 009 3)

opendt
0． 000 8
( 0． 013 6)

0． 018 4*

( 0． 009 5)
0． 047 6＊＊
( 0． 018 9)

0． 001 4
( 0． 017 8)

0． 018 1
( 0． 012 3)

0． 040 6＊＊
( 0． 016 9)

year 0． 002 5＊＊＊
( 0． 000 6)

0． 003 4＊＊＊
( 0． 000 4)

0． 004 7＊＊＊
( 0． 000 8)

0． 002 4＊＊＊
( 0． 0008 )

0． 003 0＊＊＊
( 0． 000 6)

0． 003 8＊＊＊
( 0． 000 8)

注: * 、＊＊、＊＊＊分别表示变量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本结果是在
Stata14． 0 软件中使用 xtqreg 命令得到的，软件没有报告方程的常数项和 Ｒ
平方。

本文将通过分位数回归

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如
表 3 所示，限于篇幅，本节将
只汇报在表 2 中关键变量显
著的式( 1) 和式( 3 － 1) 的回
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分位
数点为 25% 时，OFDIit 和
lnimfit × lnOFDIit不显著。当
分位数点为 50%和 75%时，
OFDIit和 lnimfit × lnOFDIit均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呈现

正向的影响。这说明当我国
在全球价值链中有了些许的

地位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才会更有利于我国的价值链升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将具备依托产业分离效应来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的能力。总的来说，表 3 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假
说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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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
1． 实证结果
表 4 为式( 2) 和式( 4) 的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出口结构

相似度指数 ESIFit。根据 Hausman检验的 P值，前四列是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根据 Sargan 检验的
P值，后四列是 GMM模型的回归结果。总的来说，表 4 的结果表明: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直接投资会通过正向的技术溢出和需求拉动效应提升东道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表 4 OFDI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价值链地位的回归结果

变量
一般面板模型 GMM模型

式( 2) 式( 4 － 1) 式( 4 － 2) 式( 4 － 3) 式( 2) 式( 4 － 1) 式( 4 － 2) 式( 4 － 3)

lnOFDIit
0． 015 4＊＊＊
( 0． 003 7)

0． 031 4＊＊＊
( 0． 011 8)

0． 077 5＊＊
( 0． 036 0)

0． 239 8＊＊＊
( 0． 080 3)

0． 023 5＊＊＊
( 0． 001 9)

0． 036 7
( 0． 031 5)

0． 036 0＊＊＊
( 0． 006 0)

0． 042 1*

( 0． 024 4)

lnsdt × lnOFDIit
0． 004 3*

( 0． 002 5)
0． 001 4＊＊
( 0． 000 6)

lnimdit × lnOFDIit
0． 001 3
( 0． 000 9)

－0． 003 0
( 0． 002 0)

lndedt × lnOFDIit
0． 027 7＊＊＊
( 0． 009 9)

0． 009 5＊＊＊
( 0． 003 2)

lnsfit
－0． 040 8＊＊＊
( 0． 011 0)

－0． 043 2＊＊＊
( 0． 010 9)

－0． 041 1＊＊＊
( 0． 010 9)

－0． 040 8＊＊＊
( 0． 010 8)

－0． 026 9
( 0． 018 9)

－0． 037 1*

( 0． 019 7)
－0． 041 0＊＊＊
( 0． 010 5)

－0． 033 7＊＊＊
( 0． 012 0)

openfit
0． 069 2＊＊＊
( 0． 023 3)

0． 072 9＊＊＊
( 0． 023 1)

0． 087 0＊＊＊
( 0． 025 4)

0． 104 3＊＊＊
( 0． 026 2)

－0． 007 4
( 0． 019 2)

－0． 011 7
( 0． 018 8)

－0． 003 7
( 0． 015 7)

0． 003 8
( 0． 015 8)

year 0． 017 0＊＊＊
( 0． 002 1)

0． 014 8＊＊＊
( 0． 002 3)

0． 010 6＊＊
( 0． 004 2)

0． 006 8
( 0． 004 2)

0． 015 3＊＊＊
( 0． 002 2)

0． 015 5＊＊＊
( 0． 004 3)

0． 013 2＊＊＊
( 0． 001 8)

0． 022 9＊＊＊
( 0． 001 2)

常数项 －32． 867 5＊＊＊
( 4． 070 1)

－28． 564 8＊＊＊
( 4． 447 3)

－20． 087 6＊＊
( 8． 410 8)

－12． 564 4
( 8． 296 6)

－29． 643 3＊＊＊
( 4． 143 4)

－30． 145 7＊＊＊
( 8． 493 1)

－25． 425 1＊＊＊
( 3． 498 6)

－ 44． 864 3＊＊＊
( 4． 422 4)

Ｒ2 0． 257 3 0． 247 8 0． 265 5 0． 278 2
Wald 1 789． 62 1 043． 43 1 838． 63 2 026． 01

Hausman P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Sargan P 0． 866 6 0． 968 3 0． 923 9 0． 896 4
注: * 、＊＊、＊＊＊分别表示变量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首先，分析反映影响方向的式( 2) 。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用 GMM 模型，
OFDIit均在 1%的置信水平上正向显著，这表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的确有利于
促进东道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
其次，分析反映具体作用机制的式( 4) 。当用固定效应模型时，OFDIit在式( 4 －1) 至( 4 －3) 中全部

显著;当改用 GMM模型时，OFDIit只在表示技术溢出效应的式( 4 －2) 和表示需求拉动效应的式( 4 －3)
中显著。而无论是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在 GMM模型中，交叉项 lnimdit × lnOFDIit都不显著，只有 lnsdt

× lnOFDIit和 lndedt × lnOFDIit显著地正向影响 ESIFit。这样的结果说明: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正向的技术溢出和需求拉动效应来提高东道国的价值链地位的，产业分离效应

的作用不大。假说 2a和 3a得到验证，1a无法被验证。这可能是因为: 第一，一些跨国企业可能是在当
地直接购买生产所需要的中间品的;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价值链地位相对较低，能够从我国进
口的中间品规模有限;第三，本文的样本时间段为 2004—2014 年，而“一带一路”倡议是在 2013 年提出
的，因此产业分离效应对沿线国家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可能无法完全体现。

2． 稳健性分析
本节仍将采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如表 5 所示。但限于篇幅，本节将只汇报

在表 4 中交叉项显著的式( 4 － 2) 和式( 4 － 3) 的回归结果。事实上，如果直接对式( 2) 进行分位数回
归，OFDIit也在 1%的置信水平上正向地显著，即无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价值链地位处于何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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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OFDI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价值链地位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
式( 4 － 2) 式( 4 － 3)

QＲEG( 25) QＲEG( 50) QＲEG( 75) QＲEG( 25) QＲEG( 50) QＲEG( 75)

lnOFDIit
0． 050 5
( 0． 051 2)

0． 079 3*

( 0． 040 7)
0． 104 4*

( 0． 056 5)
0． 208 7*

( 0． 117 5)
0． 241 5＊＊＊
( 0． 088 6)

0． 271 5＊＊
( 0． 118 2)

lnsdt ×
lnOFDIit

0． 002 4
( 0． 003 5)

0． 004 4*

( 0． 002 5)
0． 006 1*

( 0． 003 6)
lndedt ×
lnOFDIit

0． 023 9*

( 0． 014 5)
0． 028 0＊＊
( 0． 011 0)

0． 031 6＊＊
( 0． 014 6)

lnsfit
－0． 030 5＊＊＊
( 0． 010 8)

－0． 041 8＊＊＊
( 0． 008 7)

－0． 051 8＊＊＊
( 0． 011 9)

－0． 031 5＊＊＊
( 0． 010 5)

－0． 041 4＊＊＊
( 0． 008 0)

－0． 050 3＊＊＊
( 0． 010 6)

openfit
0． 081 1＊＊
( 0． 034 4)

0． 087 4＊＊＊
( 0． 027 2)

0． 092 9＊＊
( 0． 037 9)

0． 100 5＊＊＊
( 0． 036 7)

0． 104 5＊＊＊
( 0． 027 6)

0． 108 1＊＊＊
( 0． 036 9)

year 0． 012 7＊＊
( 0． 005 8)

0． 010 4＊＊
( 0． 004 6)

0． 008 5
( 0． 006 4)

0． 007 8
( 0． 005 9)

0． 006 8
( 0． 004 4)

0． 005 9
( 0． 005 9)

注: * 、＊＊、＊＊＊分别表示变量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本结果是在
Stata14． 0软件中使用 xtqreg命令得到的，软件没有报告方程的常数项和 Ｒ平方。

平，我国对其直接投资都将

有利于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

升级。
对式( 4 － 2 ) 而言，当分

位数点为 50% 和 75% 时，
OFDIit和 lnsdt × lnOFDIit均
正向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当“一带一路”沿线的
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有了一

定的地位后，它们将具备依

托技术溢出效应来吸收我国

先进技术的能力。而在式
( 4 － 3) 中，无论分位数点为
25%、50%还是 75%，OFDIit
和 lndedt × lnOFDIit都正向地显著。这表明对于样本中的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国的 OFDI 都
将会通过需求拉动效应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综上所述，表 5 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假说 2a
和 3a。
( 三) 拓展分析

1． 分国家样本的比较分析
表 6 和表 7 为分国家样本后的 GMM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表 6 用于分析 OFDI对我国价值链

地位提升的影响，表 7 用于分析 OFDI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价值链地位提升的作用。在分样本
时，我们按照东道国所处大洲的不同，将全部的 31 个“一带一路”样本国家细分为 14 个亚非国家和
17 个欧洲国家⑤，然后分别对其进行 GMM回归。

表 6 OFDI影响我国价值链地位的分样本结果( GMM模型)

变量
东道国来自亚非地区 东道国来自欧洲

式( 1) 式( 3 － 1) 式( 3 － 2) 式( 3 － 3) 式( 1) 式( 3 － 1) 式( 3 － 2) 式( 3 － 3)

lnOFDIit
0． 006 7＊＊＊
( 0． 001 4)

0． 016 0＊＊
( 0． 006 6)

0． 000 9
( 0． 007 6)

0． 006 6
( 0． 006 9)

0． 008 4＊＊＊
( 0． 001 4)

0． 013 2＊＊
( 0． 006 9)

0． 006 2
( 0． 006 6)

0． 000 7
( 0． 029 1)

lnsfit × lnOFDIit
0． 000 6
( 0． 000 7)

－ 0． 000 1
( 0． 000 4)

lnimfit × lnOFDIit
0． 001 5＊＊＊
( 0． 000 4)

0． 001 7＊＊＊
( 0． 000 6)

lndefit × lnOFDIit
0． 000 1
( 0． 000 8)

0． 000 6
( 0． 003 1)

lnsdt
0． 026 5
( 0． 018 3)

0． 032 5
( 0． 032 3)

0． 048 7*

( 0． 025 7)
0． 023 0
( 0． 018 5)

0． 014 3
( 0． 010 3)

0． 019 0*

( 0． 010 7)
0． 015 6＊＊＊
( 0． 004 8)

0． 005 5
( 0． 023 1)

opendt
0． 010 0＊＊
( 0． 004 3)

－ 0． 045 1＊＊＊
( 0． 014 6)

0． 000 4
( 0． 010 5)

0． 010 9＊＊
( 0． 005 2)

0． 018 6＊＊＊
( 0． 002 4)

0． 010 0
( 0． 006 9)

0． 014 5＊＊＊
( 0． 002 0)

0． 017 7＊＊＊
( 0． 003 1)

year 0． 000 3
( 0． 001 1)

－ 0． 004 8＊＊＊
( 0． 001 6)

－ 0． 001 8
( 0． 002 6)

0． 000 9
( 0． 001 2)

0． 001 6＊＊
( 0． 000 7)

－ 0． 000 1
( 0． 001 4)

0． 002 7＊＊＊
( 0． 000 5)

0． 002 3＊＊＊
( 0． 000 7)

常数项 － 0． 336 9
( 1． 884 7)

9． 675 8＊＊＊
( 2． 826 1)

3． 582 6
( 4． 935 8)

－ 1． 421 8
( 2． 175 1)

－ 2． 706 5＊＊
( 1． 164 8)

0． 488 3
( 3． 014 5)

－ 4． 916 6＊＊＊
( 0． 987 6)

－ 3． 962 7＊＊＊
( 1． 272 9)

Wald 9 809． 77 705． 54 39 389． 30 27 109． 10 4 921． 91 36 615． 10 20 418． 86 37 163． 82
Sargan P 0． 785 9 0． 926 8 0． 999 6 0． 999 1 0． 605 6 0． 996 9 0． 994 6 0． 994 8

注: * 、＊＊、＊＊＊分别表示变量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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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OFDI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价值链地位的分样本结果( GMM模型)

变量
东道国来自亚非地区 东道国来自欧洲

式( 2) 式( 4 － 1) 式( 4 － 2) 式( 4 － 3) 式( 2) 式( 4 － 1) 式( 4 － 2) 式( 4 － 3)

lnOFDIit
0． 037 7＊＊
( 0． 018 2)

0． 005 6
( 0． 041 1)

0． 046 0＊＊＊
( 0． 015 2)

0． 065 5＊＊＊
( 0． 016 7)

0． 022 0＊＊＊
( 0． 006 2)

0． 053 3＊＊＊
( 0． 013 7)

0． 016 7
( 0． 036 7)

0． 259 6＊＊
( 0． 120 3)

lnsdt × lnOFDIit
0． 002 4*

( 0． 001 4)
－ 0． 002 4
( 0． 003 0)

lnimdit × lnOFDIit
0． 000 7
( 0． 001 6)

0． 003 4
( 0． 002 2)

lndedt × lnOFDIit
0． 013 4＊＊
( 0． 007 2)

0． 034 0＊＊
( 0． 014 9)

lnsfit
－ 0． 224 2＊＊
( 0． 109 1)

0． 079 2
( 0． 050 9)

－ 0． 130 2
( 0． 121 8)

－ 0． 181 0＊＊
( 0． 097 0)

－ 0． 005 7
( 0． 034 8)

0． 037 4
( 0． 040 9)

0． 024 8
( 0． 031 6)

－ 0． 079 3
( 0． 127 2)

openfit
0． 001 2
( 0． 053 3)

0． 071 5＊＊
( 0． 035 7)

0． 044 0
( 0． 047 0)

－ 0． 016 9
( 0． 082 0)

0． 007 3
( 0． 040 4)

－ 0． 011 5
( 0． 037 3)

－ 0． 001 1
( 0． 031 8)

－ 0． 013 0
( 0． 036 0)

year 0． 045 2＊＊＊
( 0． 015 6)

0． 019 9＊＊
( 0． 008 3)

0． 039 6＊＊
( 0． 015 5)

0． 046 8＊＊
( 0． 023 6)

0． 012 1＊＊＊
( 0． 003 8)

0． 004 1
( 0． 002 9)

0． 016 0*

( 0． 008 3)
0． 028 1*

( 0． 014 8)

常数项 －86． 787 5＊＊＊
( 29． 794 8)

－ 38． 495 7＊＊
( 16． 124 9)

－ 76． 988 7＊＊
( 31． 459 4)

－ 90． 424 4*

( 46． 450 7)
－23． 402 0＊＊＊
( 7． 257 0)

－ 8． 163 7
( 5． 564 6)

－ 31． 647 0*

( 16． 308 0)
－ 54． 741 4*

( 28． 253 9)
Wald 589． 69 177． 62 95． 92 99． 79 168． 61 320． 33 167． 12 84． 91

Sargan P 1． 000 0 1． 000 0 1． 000 0 1． 000 0 0． 999 9 0． 999 9 0． 992 8 1． 000 0

注: * 、＊＊、＊＊＊分别表示变量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就本文所关注的问题而言，分国家样本的回归结果和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基本相同。唯一的不同
之处在于: 对于 17 个欧洲国家来说，式( 4 － 2 ) 中的 OFDIit及 lnsdt × lnOFDIit均不显著。这说明我
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并不会通过正向的技术溢出来提升欧洲东道国的价值链地位。

表 8 以 ESIＲit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一般面板模型 GMM模型
式( 5) 式( 5)

lnOFDIit
0． 016 9＊＊＊
( 0． 005 7)

0． 015 6＊＊＊
( 0． 005 9)

0． 041 2＊＊＊
( 0． 010 6)

0． 038 3＊＊
( 0． 019 6)

lnsdt
0． 729 5＊＊
( 0． 284 4)

0． 028 1
( 0． 028 3)

lnsfit
0． 051 9＊＊＊
( 0． 014 8)

0． 729 8＊＊＊
( 0． 203 2)

opendt
0． 450 0＊＊＊
( 0． 133 5)

0． 592 6＊＊＊
( 0． 130 2)

openfit
－ 0． 181 2＊＊＊
( 0． 052 2)

－ 0． 004 9
( 0． 083 9)

lndedt
－ 0． 758 8＊＊＊
( 0． 247 0)

0． 522 7
( 0． 384 1)

lndefit
－ 0． 099 3
( 0． 066 2)

0． 418 3
( 0． 351 4)

year － 0． 016 6＊＊＊
( 0． 002 8)

－ 0． 103 2＊＊
( 0． 047 9)

－ 0． 026 5＊＊＊
( 0． 005 8)

－ 0． 168 6＊＊＊
( 0． 051 4)

常数项 33． 459 2＊＊＊
( 5． 528 6)

203． 106 1＊＊
( 92． 390 0)

53． 230 9＊＊＊
( 11． 508 3)

319． 719 3＊＊＊
( 96． 556 4)

Ｒ2 0． 203 6 0． 309 2
Wald 270 426． 24 129 166． 23

Hausman P 0． 617 9 0． 001 8
Sargan P 0． 999 6 1． 000 0
注: * 、＊＊、＊＊＊分别表示变量在 10%、5%、1%的水平

上显著。

解释如下: 一是在 2004 年到 2014 年间，我
国对欧洲 17 国直接投资的平均金额为
25 054亿美元，远低于对亚非 14 国直接投资
的平均金额( 118 324亿美元) ，投资规模上
的差异决定了两个地区的东道国能够吸收

的技术溢出是不同的。二是相比于亚非地
区，欧洲国家和我国在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

异更大，即使这些国家从我国获得了一定的

技术溢出，也可能会因为产业结构上的不同

而难以快速地转化为本国技术水平的提高

和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2． 价值链提升影响程度的比较分析
表 8 为式( 5 ) 的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

为反映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价值链
地位差异的 ESIＲit。根据 Hausman和 Sargan
检验的 P 值，第一列是随机效应模型，第二
列是固定效应模型，第三列和第四列均为

GMM 模型。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剔除了出
口结构相似度指数 ESI 比我国高的 119 个
样本，因此观测值为 222 个。总的来说，表 8
的结果表明: 相比于东道国，对“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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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更能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无论是在一般的面板模型还是在 GMM 模型中，OFDIit均正向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我国的对外

直接投资每增加 2． 72 万美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ESI指数与我国的差距就会增加 0． 03%左右。
这一结果不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因为根据统计性描述的结果，在 2004—2014 年间，“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 ESI指数的增长幅度其实是高于我国的，双边的价值链地位变化在总体上呈现收敛状态。但
在式( 5) 中，由 OFDI解释的部分却呈现发散状态，这表明: 第一，对于沿线国家来说，“一带一路”倡
议目前还没有完全发挥其在价值链升级方面的作用; 第二，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源泉在于自主创

新，因此对于我国来说，未来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强调技术在国家间的互补而非

替代。
六、结论与建议
随着国际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的激

励动机不仅在于获取贸易创造的绝对效益，更在于提升价值链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3 年提
出建设“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在这种新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里，我国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进行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是否能够实现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该倡议又是否能够同时促使东道国在全

球价值链中升级，真正实现合作共赢的局面? 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我国对 31 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为例，借助 2004—2014 年间的国别数据，实证研究其对母国和东道国价值链地
位的影响，并得到了如下结论:

第一，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会通过产业分离效应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
地位。因为我国企业在将某些产业分离到“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后，可以为技术含量更高的环节或
者仍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腾出生产要素和发展的空间。第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
会通过正向的技术溢出和需求拉动效应促进东道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在产业分离的情况下，一
方面，我国企业为了保证进口的中间品质量，可能会把一些先进的技术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另一方面，在企业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提升产品的质量后，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也会增加，这会进一

步强化现有的生产模式，逐步提高东道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第三，相比于东道国，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更能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坚定不移地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直接投资是将自身在产能、资金等方面的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利用
“一带一路”的区位优势来为产业分离提供足够的拉力，并促进我国和东道国双边的价值链升级。第
二，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复杂而且国别差异很大，在对外直接投资前，我们要做好对东
道国投资环境的评估。在此基础上，一方面稳步提升对吸收外资能力较强的国家的投资比例; 另一
方面对于投资环境相对较差的国家，也应当在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方面提供支持，尽可能在双边得益

的同时实现价值链的升级。

注释:

①“对外直接投资”的英文缩写为 OFDI。为了行文的方便，文中两者可能会交替出现。

②数据来源于《2017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③3 个交叉项是分别放入式( 3) 中的，并非一次性全部放入，故式( 3) 在实际回归的时候应当有三个方程，分别被标记
为( 3 － 1) 、( 3 － 2) 、( 3 － 3) 。式( 4) 同理，分别被标记为( 4 － 1) 、( 4 － 2) 、( 4 － 3) 。

④鉴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 31 国作为样本，分别是: 埃及、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

斯里兰卡、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科威特、土耳其、蒙
古、俄罗斯、阿塞拜疆、保加利亚、白俄罗斯、波黑、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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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维亚、斯洛伐克和乌克兰。
⑤14 个亚非国家为: 埃及、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斯里兰卡、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蒙古; 17 个欧洲国家为: 以色列、土耳其、俄罗斯、阿塞拜疆、保加利亚、白俄罗
斯、波黑、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和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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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DI and bilateral moving up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PENG Peng1，LI Jiayi2

( 1． College of Finance，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as an example，the impact of OFDI on the moving up of host country and

home country bilaterally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s empirically studied with the national data from 2004 to 2014． The results

show that ( 1 ) OFDI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Ｒoad can separate the industries that have lost their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r the backward production links in China，thus freeing up spa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value-added

industries and enhancing China’s status in the value chain． ( 2)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will overflow

to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Ｒoad，which will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host country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by

improving its technology level． Growing demand will strengthen the existing production patterns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host

country’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 3) Compared with the host country，OFDI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Ｒoad

will improve China’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more．

Key words: OFDI; bilateral country; value chain; industrial separation; technology spillovers; demand p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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